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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人口红利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但目前尚未看到涵盖人口红
利投资期、获利期与偿还期全周期的研究。 基于数理推导得出的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增长的 ５ 条路径，
考察人口政策、人口红利与长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借鉴反事实模拟思路构建一种新的经济增长
核算方法，实现对人口红利经济增长效应的路径分解与加总，进而对比分析不同政策情境下人口红利
的形成时段、作用路径与效应强度。 研究发现：人口政策在经济体量、增长趋势与增长模式等维度上
对长期经济增长产生显著影响；人口政策影响经济增长的渠道是人口红利，它通过改变人口红利的形
成时段、作用路径、效应强度来产生影响；人口政策的经济增长效应具有长期性和持续性，不同政策下
的经济增长路径即便短期内未展现出显著差异，长期仍可能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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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面对日益严峻的人口形势，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关于优

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提出要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 新政一经公布，立
刻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与热烈讨论，人口政策及其对未来经济的影响再次成为社会关注

焦点。 针对这一问题，学者们展开了诸多研究，试图厘清个中关系。 人口政策是一个国家或

地区对人口发展过程进行干预调控的行为总和，经济增长是社会演化的一种普遍现象。 人口

政策在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前，首先作用于人口的数量、质量与结构等，使其更适应经济社会

发展。 就中国经验而言，人口政策影响经济增长的中间路径是通过改变人口结构进而影响人

口红利的形成，使人口机会窗口期与改革开放期相重合，从而实现双期叠加。 关于人口红利

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具体机制，学者们也开展了相应研究。 部分学者认为人口红利对经济

增长的影响甚微（王颖等，２０１０），究其原因，主要是这类研究将形成人口红利的数量和结构

性因素等同于人口红利本身，如直接以劳动负担比表征人口红利（王金营、杨磊，２０１０），或者

在增长回归中将人口抚养比作为人口红利的代理变量，以此估算其贡献（蔡昉，２０１８）。 实际

上，人口红利的定义本身就暗含了结果，故其促进经济增长的效应是确定的，这也是学界主流

观点，争议点在于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多大。 关于人口红利的经济增长效应的大

小，结论莫衷一是，整体看贡献率从 １ ／ １０ 到 １ ／ ２ 不等（Ｂｌｏｏｍ 和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１９９８；王金营、杨
磊，２０１０）。 对人口红利经济增长效应的估算结果不同，主要是因为未能全面厘清人口红利作

用于经济增长的机制，从而在估算时容易顾此失彼。 人口红利的出现伴随着劳动年龄人口占

比的上升与人口抚养比的下降，前者增加了劳动供给，后者提升了储蓄率进而加速资本形成，
它们反映了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增长的最普遍路径，即劳动和资本的要素路径（Ｌｉｎｄｈ 和 Ｍａｌｍ⁃
ｂｅｒｇ，１９９９）。 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发现除了要素路径外，人口红利还能通过全要素生产

率路径来发挥经济增长效应，最典型的就是提升劳动资源配置效率（王桂新、陈冠春，２０１０）；
还有研究发现人口红利能提升创新活力（钟水映、李魁，２００９），国外已有一些实证检验的文

献（Ｊｏｎｅｓ，２００２），但国内鲜有相关文献。
人口政策可以塑造人口转变过程，使其在结构和增长模式等方面形成产生人口红利的基

本条件；人口红利形成后，又通过劳动、资本等要素路径以及资源配置、技术创新等全要素生

产率路径促进经济增长。 由此可见，人口政策、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

联系。 然而，现有研究要么将关注点聚焦在解释人口政策如何影响人口红利形成上，要么着

重分析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鲜有文献能将人口政策、人口红利全周期与经济增长三

者放在同一研究框架中。 其中，王颖等（２０１０）认为人口红利并未在中国经济增长中发挥显

著作用，未来人口政策的调整方向是提高人口素质①而非提升生育率；田艳平（２０１６）基于计

划生育政策与家庭发展的微观关联分析了人口政策对人口数量、质量、结构三维红利的影响，
并探讨了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这些研究虽将三者放在同一研究框架内，但侧重点有

① 包容性绿色发展跟踪调查（ ＩＧＤＳ⁃Ａ２０２１０２）数据显示，超过 ７３％的受访者认为人口素质在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发挥了巨大作用。 该调查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经济社会调查项目，由中

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组织开展，调查数据为本文提供了现实感知层面的辅助支撑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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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不同：王颖等（２０１０）的研究目的是通过分析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提出人口政策的

调整方向，但并未说明人口政策如何促成人口红利；田艳平（２０１６）虽从家庭微观视角探讨了

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红利的影响，但主要关注质量红利与结构红利，对数量红利的讨论不足，
而且家庭视角属于间接分析视角且只探讨短期影响，难以直观考察长期影响。

与现有研究相比，本研究主要有 ４ 个创新点。 一是采用一种反事实模拟的研究思路，假
设在过往时期实行了与现实不同的人口政策，观察人口转变与经济增长将会有何变化，从而

更为直观地梳理人口政策、人口红利、经济增长的内在关联。 二是将人口红利相关指标引入

经济增长模型，建立其与劳动要素、资本要素、全要素生产率的关联，特别是实现了人口红利

推动技术创新的理论路径搭建，对相关研究领域进行了有力补充。 三是基于理论模型推导出

的路径，使用经验或模拟数据测算出人口红利在劳动、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等各条路径上的

经济增长效应及其加总，从而实现对人口红利经济增长效应更为全面准确的评估，有助于回

应现有研究存在的争议。 四是采用辩证统一视角下的分时期研究方式，将研究视野进一步拓

宽，不只关注人口红利获利期，同时关注人口红利投资期以及即将到来的人口红利偿还期；不
只比较不同时期的人口－经济系统之间的区别，还探究不同时期的人口－经济系统之间的内

在关联。 因此，本研究的开展有利于厘清人口红利影响经济增长的理论逻辑、有利于观察人

口政策影响长期经济增长的历史逻辑、有利于回答人口转变与经济转型面临的现实逻辑，从
而有助于实现理论逻辑、历史逻辑、现实逻辑的统一，进而推动实现中国人口与经济高质量发

展方面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２　 理论机制

人口政策通过优化人口结构以达到形成人口红利并促进经济增长的目的。 因此，研究人

口政策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有必要梳理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机制。 Ｂｌｏｏｍ 和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１９９８）在研究东亚经济快速增长时指出，生育率和死亡率交替转变的过程中会出

现一个人口抚养负担较轻的窗口期，东亚诸国正是抓住这一时机实现了经济腾飞，这种有利

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年龄结构是人口红利的最初也是最普遍定义。 蔡昉（２０１０）认为，人口红

利的定义应该更宽泛，不应只考虑人口自然转变，还应考虑人口迁移与流动。 因此，学者们开

始关注劳动力转移，认为劳动力由低效率部门转移到高效率部门可以提高劳动资源整体配置

效率（常进雄等，２０１９）；段成荣等（２０２２）指出流动人口人力资源禀赋在不断提升，为人口流

入区带来人口质量红利；陈本昌和张旋（２０２１）实证检验了人口流入带来的正向经济增长效

应。 由此可见，人口自然转变中形成的有利人口年龄结构以及人口迁移流动中形成的劳动资

源优化配置都是人口红利形成的主要原因，它们分别以人口抚养比下降与城乡劳动力转移为

表现形式。
２．１　 人口红利影响经济增长的具体机制

人口抚养比下降带来的低负担人口年龄结构更符合人口红利的传统定义，它主要通过

３ 条路径作用于经济增长。
一是提高劳动参与率进而扩大劳动供给规模。 在微观层面，人口抚养比下降使劳动力从家

庭非生产性活动转移到生产性活动中（Ｌｉｎｄｈ 和 Ｍａｌｍｂｅｒｇ，１９９９），进而扩大了劳动供给规模。
此外，劳动供给效应还能延缓资本边际报酬递减并通过竞争机制扩大高效率劳动群体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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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提升社会储蓄率进而加速资本形成。 依据 Ｍｏｄｉｇｌｉａｎｉ 和 Ｃａｏ（２００４）提出的生命周期

假说，劳动人口①是净储蓄群体，非劳动人口则是负储蓄群体。 将该假说推广到宏观层面后

可得到人口抚养比 ｄ 与储蓄率 ｓ 的关系，即：
ｓ ＝ （θη） ／ （１ ＋ θη） － ［θ ／ （１ ＋ θη）］ｄ （１）

其中，θ 是非劳动人口与劳动人口的消费率之比，η 是非工作时间与工作时间之比。 这种

负相关关系已被诸多实证研究所验证（Ｍｏｄｉｇｌｉａｎｉ 和 Ｃａｏ，２００４）。
三是经由人口自然转变推进城乡劳动力转移。 中国经济呈现典型二元特征，劳动力从农

业部门转移到非农部门的同时还伴随着人口结构的改变，人口的年龄结构和城乡结构之间存

在相互替代与弥补的可能（王伟同、张旭，２０１３）。 因此，应把人口自然转变纳入刘易斯框架，
构建扩展的二元经济模型，分析人口抚养比下降对城乡劳动力转移的影响。

除人口抚养比下降外，城乡劳动力转移带来的劳动资源优化配置也是人口红利不可忽视

的组成部分，并且更贴近于中国实际。 王桂新和陈冠春（２０１０）将资源配置效率提升视为人

口红利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路径，该框架内存在农业部门过剩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的现

象。 中国作为二元经济结构的典型代表，其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城乡劳动力转移，其
中具体的作用路径主要有两条：一是通过劳动力由低效率部门向高效率部门的转移优化劳动

资源配置，提升整体配置效率，内涵式地增加劳动供给（王德文，２００７）；二是通过压低雇佣劳

动力工资水平为企业带来超额收益，从而进一步提升资本积累速度（常进雄等，２０１９）。
２．２　 模型构建与数理推导

为了更加全面直观地厘清人口红利作用于经济增长的具体机制，本文将人口红利的关键

指标———人口抚养比 ｄ 与城乡劳动力转移 Ｍ 纳入模型，构建涵盖城乡两部门的二元经济增

长模型，模型基本设定如下：
Yａｔ ＝ ＡａｔＬａｔ

β （２）
Yｂｔ ＝ ＡｂｔＫｂｔ

αＬｂｔ
β （３）

其中，下标 ａ 和 ｂ 分别标识农业部门与非农部门，ｔ 标识时期；α 为资本产出弹性，β 为劳

动产出弹性；Ｌ 与 Ｋ 分别代表劳动投入与资本投入；Ａ 和 Y 分别代表全要素生产率（部门内）
和产出水平。 农业部门的土地投入因固定不变而被标准化为 １（常进雄等，２０１９）。 因部门间

存在工资差异，劳动力会从农业部门逐渐转移到非农部门，若用 Ｍｔ 表示第 １ 期至第 ｔ 期的时

间段内累计转移的劳动力，则有：

Ｌａｔ ＝ Ｌ～ａｔ － Ｍｔ （４）

Ｌｂｔ ＝ Ｌ～ｂｔ ＋ Ｍｔ （５）

其中，Ｌａｔ和 Ｌｂｔ分别是农业部门与非农部门的劳动投入，Ｌ～ａｔ和 Ｌ～ｂｔ分别是不考虑劳动力转移

而只考虑人口自然增长时农业部门和非农部门的劳动力。 令 Ｎ～ａ０和 Ｎ～ｂ０分别表示期初农业总

① 本文将劳动人口界定为 １５～６４ 岁人口，后文提及的“劳动人口”均按此统计口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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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和期初非农总人口，ｎ 是其自然增长率①，ｄｔ 是人口抚养比，则有：

Ｌａｔ ＝ Ｌ～ａｔ － Ｍｔ ＝
Ｎ～ａ０ｅｎｔ

１ ＋ ｄｔ

－ Ｍｔ （６）

Ｌｂｔ ＝ Ｌ～ｂｔ ＋ Ｍｔ ＝
Ｎ～ｂ０ｅｎｔ

１ ＋ ｄｔ

＋ Ｍｔ （７）

总产出为两部门产出的加总，以 �Yｔ 表示产出 Y 对时间 ｔ 求导，则总产出的增长率（经济增

长率）为：
�Yｔ

Yｔ

＝
�Yａｔ

Yｔ

＋
�Yｂｔ

Yｔ

＝
Yａｔ

Yｔ

�Yａｔ

Yａｔ

＋
Yｂｔ

Yｔ

�Yｂｔ

Yｂｔ

＝ ｒｔ
�Yａｔ

Yａｔ

＋ （１ － ｒｔ）
�Yｂｔ

Yｂｔ
（８）

其中，
Yａｔ

Yｔ
和

Yｂｔ

Yｔ
分别是农业产值比重和非农产值比重，本研究将二者分别设为 ｒｔ 和 １－ｒｔ。

对上述模型展开数理推导，以 ｇ^Ａ 表示 Ａ 的增长率（尚未包含配置效率提升）②，得到经济增长

率为：

�Yｔ

Yｔ

＝ ｇ^Ａ ｔ
＋
（１ － ｒｔ）Ｌ

～
ａｔ － ｒｔＬ

～
ｂｔ － Ｍｔ

（Ｌ～ａｔ － Ｍｔ）（Ｌ
～
ｂｔ ＋ Ｍｔ）

ΔＭｔβ ＋ β（ｎ － ｇ１＋ｄ ｔ
） ＋ （１ － ｒｔ）αｇＫ～ｂｔ

＋ （１ － ｒｔ）α
Ｉｓｔ
Ｋｂｔ

（９）

其中，等号右侧第二项包含乘子城乡劳动力转移指标 Ｍｔ，可以认为此项是由城乡劳动力

资源配置效率提升带来的经济增长率 ＡＣ；第三项包含乘子劳动产出弹性 β，可以认为此项是

由劳动路径带来的经济增长率 ｇＬ；第四项和第五项均包含乘子资本产出弹性 α，可以认为这

两项分别是由常规资本积累（来源于人口抚养比下降进而储蓄率提升带来的资本投入的增长

率 ｇＫ～ｂｔ
）和超额资本积累（来源于城乡劳动力转移带来的企业超额投资 Ｉｓｔ）带来的经济增长

率，这两项都是通过资本路径发挥作用，故可将二者合并为 ｇＫ。 ＡＣ、ｇＬ、ｇＫ 分别表示人口红利

作用于经济增长的 ３ 条主要路径，即提升配置效率、扩大劳动供给、加速资本形成。 实际上，
ｇ^Ａ 还可以进一步分解为技术进步 ＴＣ 与规模效应发挥 ＳＣ，那么，人口红利通过要素及全要素

生产率路径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总效应可以表示为：
�Y
Y

＝ ＴＣ ＋ ＳＣ ＋ ＡＣ ＋ ｇＬ ＋ ｇＫ （１０）

３　 研究设计

３．１　 总体思路———反事实模拟

本文拟采用一种反事实模拟思路，即回溯到历史时期，改变当时的人口政策，重塑人口转

变与经济增长路径，以此观察不同人口政策如何影响人口红利形成并进一步影响长期经济增

长。 以劳动要素为例，假设劳动力 ２０ 岁参与经济活动，则某国经济增长要想受益于人口红利

①

②

为简化推导又不失一般性，令 ｎ 为总人口自然增长率，即不再区分农业人口和非农人口。
为简化推导又不失一般性，令 ｇＡａｔ

＝ ｇＡｂｔ
＝ ｇ^Ａｔ，即部门内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取两部门的整体水

平，不再区分农业部门和非农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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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需要在 ２０ 年前开始人口投资，这一时期可被称为人口红利投资期，投资期后将进入人口红

利获利期，伴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最后将会步入人口红利偿还期。 本文的反事实模

拟将通过改变不同历史时期人口政策的方式使人口红利的投资期、获利期、偿还期发生显著

变化，以此更加直观地展现人口政策通过人口红利影响经济增长的全过程与全路径。
本文的反事实模拟思路具备两点优势：一是重塑历史，演绎出不同人口政策情境下的人

口转变与经济增长路径，更直观地观察人口政策、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间的联动关系；二是具

有发展眼光，将人口红利的投资期、获利期、偿还期作为辩证统一体，分析不同政策情境下人

口红利影响经济增长的前因后果。
３．２　 实施基础———人口模拟

在进行反事实模拟时，首先应通过人口模拟得到人口抚养比、城乡劳动力转移等关键人

口指标，然后基于理论模型的数理推导得到劳动、资本、全要素生产率等经济指标，最终推演

出完整的人口转变与经济增长路径，并在此基础上实现经济增长的核算与分解，得到各要素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以及人口红利各条作用路径发挥的经济增长效应。 由此可见，本研究的实

施基础是人口模拟。
人口模拟最早可追溯至 １６９７ 年，后发展出连续模型与离散模型，前者包括 Ｍａｌｔｈｕｓ 与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模型，后者以 Ｌｅｓｌｉｅ 矩阵法为代表，能刻画人口的年龄性别结构。 本文旨在研究人口

政策通过人口红利影响经济增长的路径与效应，而人口红利主要以人口抚养比下降和城乡劳

动力转移两种形式促进经济增长，这两种形式均与有利的人口年龄结构密不可分，因此，
Ｌｅｓｌｉｅ 矩阵法成为本文的合适选择。 使用 Ｌｅｓｌｉｅ 矩阵法进行人口模拟的基础是获取一套完备

的人口数据，包括初始年份的分年龄分性别人口分布数据，以及模拟期内历年的育龄妇女年

龄别生育率①、分年龄分性别人口死亡率以及出生人口性别比②。
本文旨在考察人口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而干预和调控生育水平是人口政策的核心内

容，故在反事实模拟中本文以调整总和生育率的做法来模拟改变人口政策的效果。 基于此，
本文以 １９７８ 年为分界点，在反事实模拟中分别调整前期或后期的总和生育率水平，重新推演

人口转变与经济增长路径并与现实情境作对比。 本文将模拟期定为 １９５３～２０１４ 年，选 １９５３ 年

为基期是因为该年我国开展了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能够获取 Ｌｅｓｌｉｅ 矩阵法所需的基期人口

①

②

本文模拟期内历年的育龄妇女年龄别生育率基于本文设定的模拟期内历年总和生育率并结合育

龄妇女的年龄别生育率分布比例（总和生育率为 １ 时的标准化年龄别生育率）测算得到。 育龄妇

女的标准化年龄别生育率基于历年实际的年龄别生育率计算得到，其中，１９５３ ～ １９７９ 年年龄别生

育率来源于 １９８２ 年全国 １‰人口生育率抽样调查，１９８０ ～ １９８７ 年年龄别生育率来源于 １９８８ 年

２‰生育节育抽样调查，１９８９ 年和 ２０００ 年年龄别生育率分别来源于第四次和第五次全国人口普

查，１９９５ 年年龄别生育率来源于 １９９５ 年全国 １％人口抽样调查，１９９４ 年、１９９６～１９９９ 年和 ２００１ 年

及以后的年龄别生育率来源于对应年份的全国 １‰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少数缺失年份的年龄

别生育率数据使用插值法补齐。
分年龄分性别人口死亡率和出生人口性别比与医疗卫生水平、文化价值观念等宏观因素密切相

关，而在本文的模拟情境中这些宏观因素并不发生变化，故本文假设模拟期内这两个参数与现实

情境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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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数据，选 ２０１４ 年为模拟期末年则是为了排除之后即将实施的全面二孩政策的冲击可能

对模拟状态造成的干扰。
３．３　 主要手段———增长核算与分解

为深入分析人口政策影响经济增长的具体路径及效应，本文在模型设定上引入了改进的

生产函数与全要素生产率分解框架。 具体而言，本文首先选择 Ｃ⁃Ｄ 生产函数作为基准模型，
在此基础上引入时变产出弹性，并进一步分解全要素生产率，以提高模型的解释力与现实适

应性。
Ｃ⁃Ｄ 生产函数因形式简洁、参数含义明确以及适用于增长核算与分解，成为理论与实证

研究中最为广泛应用的模型之一。 然而，传统 Ｃ⁃Ｄ 生产函数假设要素产出弹性为常数，这一

设定无法充分刻画中国经济“非稳态增长”的现实特征，特别是在经历人口结构转变与资源

再配置的背景下，生产要素对产出的边际贡献可能呈现显著时变性。 此外，传统 Ｃ⁃Ｄ 生产函

数将除资本与劳动投入以外的所有贡献统一归入全要素生产率，不利于进一步识别不同机制

变量的具体作用路径。 鉴于此，本文对传统 Ｃ⁃Ｄ 生产函数进行结构性改进，放松要素产出弹

性恒定的假设，使之随时间变化而变化，以更好地契合研究目的。
具体来说，本文采用半参数变系数估计策略对时变产出弹性进行估计。 相比于非参数估计

或可变参数卡尔曼滤波估计等方法，半参数变系数估计方法在理论弹性函数设定与实际观测值

拟合之间实现了更优权衡。 本文参考张波和郭海兵（２０１５）提出的局部加权最小二乘法，在以

下改进的 Ｃ⁃Ｄ 生产函数模型中估计时变资本产出弹性 αｔ 与时变劳动产出弹性 βｔ：
Yｔ ＝Ａｔ Ｋｔ

α ｔＬｔ
β ｔ （１１）

通过该方法，能够有效识别不同阶段的资本与劳动投入在产出中的边际作用变化，为后

续全要素生产率的细化分解奠定基础。 在全要素生产率的分解上，本文引入随机前沿分析

方法（ 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ＳＦＡ） 进行扩展应用。 作为参数方法，ＳＦＡ 能够在明确

投入－产出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全要生产率分解为 ４ 个部分：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变化、配
置效率提升、规模效应发挥。 其中，技术进步与技术效率变化可以合并处理，故本文最终将全

要素生产率分解为技术进步 ＴＣ、配置效率提升 ＡＣ、规模效应发挥 ＳＣ。 理论上，人口红利可通过

３ 条路径影响全要素生产率：一是提升创新能力和社会活力，推动技术进步；二是促进城乡劳动

力自由流动，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三是在规模报酬递增条件下扩大劳动力供给，发挥规模效应。
４　 反事实模拟

本文首先通过人口模拟得到人口抚养比、城乡劳动力转移等关键人口指标，然后依据第

二节的数理推导，依次获得劳动、资本、全要素生产率等经济指标，最后通过第三节提出的增

长核算与分解方法，获得人口红利各条作用路径对经济增长的分效应与总效应，从而分析人

口政策如何影响人口红利的作用路径及其效应大小并进一步影响经济增长。 １９７８ 年前后的

两个历史时期存在多种显著差异：人口政策上，前期（特指“１９５３ ～ １９７８ 年”，后文同）总体鼓

励生育，后期（特指“１９７８～２０１４ 年”，后文同）严格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人口红利上，前期属于

投资期，后期属于获利期；经济增长上，前期为中速增长，后期为高速增长。 因此，１９７８ 年前

后两个时期是研究人口政策、人口红利、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天然素材。 本文的反事实模拟

也以 １９７８ 年为分界点，通过调整前期或后期的人口政策分别形成模拟情境 １ 与情境 ２，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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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制度性因素不变的前提下，人口政策怎样影响人口红利的形成，人口红利又会对经济

增长产生怎样的效应。 鉴于前期的人口政策总体鼓励生育，其在加重人口负担的同时也在进

行着人口红利投资，故本文设计反事实模拟 １，即假定前期就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在减轻该时

期人口负担的同时也不再进行人口红利投资。 鉴于后期的人口政策以计划生育为主，这使得

前期出生的人口在成长为青壮年后迅速兑现人口红利，故本文设计反事实模拟 ２，即假定后

期不再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此推迟人口机会窗口期及人口红利获利期。
４．１　 反事实模拟 １

反事实模拟 １ 将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的影响提前到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 实际上，１９７３ 年我

国就开始实行“晚、稀、少”的生育政策，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１９７１～ １９８０ 年我国的总和生育

率从 ５．４ 迅速下降到 ２．３。 进入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后，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开始显现并与计划生

育政策一起进一步降低了生育率，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后，计划生育政策的效果开始弱化（陈卫，
２００５）。 根据这一趋势，本文在模拟 １ 中将计划生育政策发挥效应的时期往前平移 ２０ 年，假
定计划生育政策在 １９５３ ～ １９６０ 年发挥的效应与现实情境中在 １９７３ ～ １９８０ 年发挥的效应相

同；然后，再将模拟 １ 情境中的 １９６０～１９７０ 年和 １９７０ 年以后两个时期分别对标现实情境中的

１９８０～１９９０ 年与 １９９０ 年以后，以此实现前一时间段的生育率降低是由计划生育政策和经济

社会发展共同引致，而后一时间段的生育率降低则只由经济社会发展主导；最后，依据这样的

生育率变动趋势设定，可推算出模拟 １ 情境下历年的总和生育率。
４．１．１　 人口转变路径模拟

设定模拟 １ 情境下的历年总和生育率后，本文使用 Ｌｅｓｌｉｅ 矩阵法模拟历年人口转变路

径，并将其与现实情境作对比（见表 １）。

表 １　 模拟 １ 情境与现实情境下的人口转变路径

Ｔａｂｌｅ １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Ｐａｔｈｗａｙｓ ｉｎ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１ ａｎｄ Ｒｅａｌｉｓｔｉｃ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

时期

模拟 １ 情境 现实情境

总人口年均
增速（％）

劳动人口年均
增速（％）

年均人口
抚养比

总人口年均
增速（％）

劳动人口年均
增速（％）

年均人口
抚养比

１９５３～１９７８ 年 ０．８１ １．４６ ５８．０９ ２．０１ １．９１ ７７．６９
１９７８～２０１４ 年 ０．４０ ０．３７ ４１．９９ ０．９９ １．６８ ４８．６１

　 　 资料来源：现实情境下的数据根据国家统计局官网“年度数据”①中 １９５３ ～ ２０１４ 年的年末总人口

数以及联合国人口司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 ２０２４》②中 １９５３～２０１４ 年的单岁组人口数计算得到；模拟 １
情境下的数据通过 Ｌｅｓｌｉｅ 矩阵法模拟得到。 表 ６ 同。

注：人口年均增速＝
ｔ
期末人口 ／ 期初人口

　 －１，ｔ 为时间跨度；年均人口抚养比为历年人口抚养比

的算术平均。

由于模拟 １ 将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提前到 １９５３ 年，１９５３ ～ １９７８ 年的人口增速明显降

①

②

国家统计局官网“年度数据”获取网址为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 ／ ｅａｓｙｑｕｅｒｙ．ｈｔｍ？ｃｎ＝Ｃ０１。
《世界人口展望 ２０２４》相关数据资料获取网址为 ｈｔｔｐｓ： ／ ／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ｕｎ．ｏｒｇ ／ ｗｐｐ ／ ｄｏｗｎｌｏａｄｓ？ｆｏｌｄｅｒ ＝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２０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ｓ＆ｇｒｏｕｐ＝Ｍｏｓｔ％２０ｕｓ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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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总人口年均增速由现实情境下的 ２．０１％降至 ０．８１％。 除总人口外，劳动人口增速的下

降也在 １９６８ 年之后开始显现，其年均增速由现实情境下的 １．９１％降至 １．４６％。 此外，提前

控制生育使该时期的出生人口锐减，人口抚养负担随之显著下降，年均人口抚养比由现实

情境下的 ７７．６９ 降为 ５８．０９。 若以人口抚养比低于 ５０ 作为进入人口红利获利期的判断标准，
那么在模拟 １ 情境下，我国早在 １９７０ 年左右便开始从人口红利投资期进入人口红利获利期。
进入 １９７８～２０１４ 年后，前一个时期的出生人口减少导致该时期的适龄婚育人口下降，故新生

人口也进一步减少，总人口年均增速只有 ０．４０％，低于现实情境下的 ０．９９％。 同时，劳动人口

增速也明显下降，其年均增速从现实情境下的 １．６８％大幅下降为 ０．３７％。 此外，由于新生少

儿人口较少，老龄化问题也尚未明显显现，人口抚养比也仍然低于现实情境，年均人口抚养比

仅为 ４１．９９。
综上，模拟 １ 情境下总人口和劳动人口的增长都明显减缓，后期劳动人口增速下降尤为

明显，显著降低了该时期劳动力供给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而减缓了经济增长。 此外，人口抚养

比也明显下降，前期的年均人口抚养比从现实情境下的 ７７．６９ 下降为模拟 １ 情境下的 ５８．０９，
并且在模拟 １ 情境下，我国早在 １９７０ 年左右就已进入人口红利获利期。
４．１．２　 资本形成路径模拟

本文使用永续盘存法获得资本路径，故需先模拟储蓄率路径。 根据生命周期假说，劳动

人口是产出和净储蓄群体，被抚养人口只消费不产出因而是负储蓄群体。 本文设定储蓄率为

ｓｔ，劳动人口 Ｌｔ 的人均产出为 ｙ、人均消费水平为 cＬ，被抚养人口 Ｄｔ 的人均消费水平为 ｍcＬ
（ｍ 为被抚养人口相对于劳动人口的消费系数）。 若人均产出和人均消费水平固定，则总产

出 Yｔ ＝ ｙＬｔ。 现以上标“→”标识指标处于模拟情境，则有：
cＬＬｔ ＋ ｍcＬＤｔ ＝ （１ － ｓｔ）Yｔ ＝ （１ － ｓｔ）ｙＬｔ （１２）

cＬ Ｌｔ
→ ＋ ｍcＬＤ

→
ｔ ＝ （１ － ｓ→ｔ）Y

→
ｔ ＝ （１ － ｓ→ｔ）ｙＬ

→
ｔ （１３）

联立公式（１２）和公式（１３）解得模拟储蓄率为：

ｓ→ｔ ＝ １ － （１ － ｓｔ）
１ ＋ ｍｄ

→
ｔ

１ ＋ ｍｄｔ

æ

è
çç

ö

ø
÷÷ （１４）

此时，模拟储蓄率 ｓ→ｔ 被表示为模拟人口抚养比 ｄ
→

ｔ、实际人口抚养比 ｄｔ 与实际储蓄率 ｓｔ 的
函数。

模拟 １ 情境下 ２００５ 年前的人口抚养比一直低于现实水平，因此由模拟人口抚养比推算

的模拟储蓄率会一直高于现实储蓄率；２００５ 年后模拟 １ 情境下的人口抚养比开始高于现实

水平，模拟与现实储蓄率之间的差异也随之发生逆转，至 ２０１４ 年时模拟 １ 情境下的储蓄率已

经低于现实情境下的储蓄率。 如表 ２ 所示，在前期，模拟 １ 情境下的年均储蓄率显著高于现

实水平，这使得资本形成加速，因此模拟 １ 情境下前期的年均资本（３４９０．７７ 亿元）也比现实

水平（３１２２．３２ 亿元）高；在后期，模拟 １ 情境与现实情境下储蓄率的差距逐步缩小并发生逆

转，模拟 １ 情境下后期的资本形成速度也逐渐被现实情境赶超，因此模拟 １ 情境下后期的年

均资本（２５２１４．２５ 亿元）已经显著小于现实水平（５３０９０．２７ 亿元）。 由表 １ 可知，模拟 １ 情境

下后期的劳动供给增速相比现实情境显著下降；而由表 ２ 可知，模拟 １ 情境下前期的资本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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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速度相比现实情境有所提升。 这可能使模拟 １ 情境下前后两期经济增速的差异小于现实

情境下的相应差异，这将在接下来的经济增长路径模拟中得到验证。

表 ２　 模拟 １ 情境与现实情境下的储蓄率路径和资本路径

Ｔａｂｌｅ ２　 Ｓａｖｉｎｇｓ Ｒａｔｅ Ｐａｔｈｓ ａｎｄ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Ｐａｔｈｓ ｉｎ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１ ａｎｄ Ｒｅａｌｉｓｔｉｃ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

时期
模拟 １ 情境 现实情境

年均储蓄率（％） 年均资本（亿元） 年均储蓄率（％） 年均资本（亿元）
１９５３～１９７８ 年 ３５．５５ ３４９０．７７ ２９．４６ ３１２２．３２
１９７８～２０１４ 年 ４０．８４ ２５２１４．２５ ３８．７２ ５３０９０．２７

　 　 资料来源：现实情境下的历年储蓄率根据国家统计局官网“年度数据”中“支出法国内生

产总值”部分 １９５３～２０１４ 年的最终消费和资本形成总额计算得到；模拟 １ 情境下的历年储蓄率

根据公式（１４）模拟得到；现实情境和模拟 １ 情境下的历年资本总额均基于当年储蓄率由永续

盘存法推算得到。 表 ７ 同。
注：年均储蓄率为历年储蓄率的算术平均；年均资本为历年资本总额的算术平均；使用永

续盘存法推算历年资本总额时，１９５３ 年基期资本总额的估算使用“折旧－贴现法”，且历年资本

总额均以 １９５２ 年为基期做不变价格处理。

４．１．３　 经济增长路径模拟

根据本文第三节提出的包含时变产出弹性的改进型 Ｃ⁃Ｄ 生产函数，得到经济增长率为：
�Yｔ ｉ

Yｔ ｉ

＝
�Ａｔ ｉ

Ａｔ ｉ

＋ αｔ ｉ

�Ｋｔ ｉ

Ｋｔ ｉ

＋ βｔ ｉ

�Ｌｔ ｉ

Ｌｔ ｉ

（１５）

在
�Ａｔ ｉ

Ａｔ ｉ

、
�Ｋｔ ｉ

Ｋｔ ｉ

、
�Ｌｔ ｉ

Ｌｔ ｉ

３ 项中，只有历年劳动增长率
�Ｌｔ ｉ

Ｌｔ ｉ

的完整路径可由人口模拟直接独立得到，历年

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
�Ａｔ ｉ

Ａｔ ｉ

与历年资本增长率
�Ｋｔ ｉ

Ｋｔ ｉ

的路径均需通过它们与人口的特定联系另外模

拟。 其中，模拟
�Ｋｔ ｉ

Ｋｔ ｉ

时需由模拟的人口抚养比 ｄ
→

ｔ ｉ先得到模拟储蓄率 ｓ→ｔ ｉ， 然后结合永续盘存法可

得历年模拟资本增长率为：

Ｋ
→̇

ｔ ｉ

Ｋ
→

ｔ ｉ

＝
Ｋ
→

ｔ ｉ＋１
－ Ｋ

→
ｔ ｉ

Ｋ
→

ｔ ｉ

＝
Ｋ
→

ｔ ｉ（１ － δｔ ｉ＋１
） ＋ ｓ→ｔ ｉY

→
ｔ ｉ
－ Ｋ

→
ｔ ｉ

Ｋ
→

ｔ ｉ

（１６）

其中，δｔ ｉ＋１为第 ｔｉ＋１期的折旧率，本文假定模拟情境下的折旧率与现实情境相同。 此外，考

虑到储蓄转换为投资存在时滞，故用第 ｔｉ 期的储蓄 ｓ→ｔ ｉY
→

ｔ ｉ 替代第 ｔｉ＋１期的投资。 基于公式（１６），给

定基期资本 Ｋ
→

ｔ１
＝Ｋｔ１和产出 Y

→
ｔ１
＝Yｔ１时，便可由 Y

→
ｔ ｉ→Ｋ

→
ｔ ｉ＋１→Y

→
ｔ ｉ＋１→Ｋ

→
ｔ ｉ＋２→Y

→
ｔ ｉ＋２→．．．的顺序交替模拟出

Y 和 Ｋ 的路径。
Ａ
→̇

ｔ ｉ

Ａ
→

ｔ ｉ

可进一步分解为技术进步 ＴＣ、配置效率提升 ＡＣ 以及规模效应发挥 ＳＣ，而

这 ３ 项都受人口红利影响，故对它们的路径模拟也应基于模拟的人口红利相关要素展开，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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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找到这 ３ 项与人口红利的关系①：

Ａ
→̇

ｔ ｉ

Ａ
→

ｔ ｉ

＝ ＴＣ→ｔ ｉ
＋ ＡＣ→ｔ ｉ

＋ ＳＣ→ｔ ｉ （１７）

最终，得到历年模拟产出增长率为：

Y
→̇

ｔ ｉ

Y
→

ｔ ｉ

＝
Ａ
→̇

ｔ ｉ

Ａ
→

ｔ ｉ

＋ αｔ ｉ

Ｋ
→̇

ｔ ｉ

Ｋ
→

ｔ ｉ

＋ βｔ ｉ

Ｌ
→̇

ｔ ｉ

Ｌ
→

ｔ ｉ

＝ ＴＣ→ｔ ｉ
＋ ＡＣ→ｔ ｉ

＋ ＳＣ→ｔ ｉ
＋ αｔ ｉ

Ｋ
→̇

ｔ ｉ

Ｋ
→

ｔ ｉ

＋ βｔ ｉ

Ｌ
→̇

ｔ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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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

基于此，可进一步求得历年模拟产出，并据此展开模拟 １ 情境下经济增长路径的核算与

分解（见表 ３）。

表 ３　 模拟 １ 情境下的经济增长核算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ｕｎｄｅｒ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１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

年份
劳动

产出弹性

劳动
增长率
（％）

资本
产出弹性

资本
增长率
（％）

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
技术
进步

配置
效率

规模
效应

产出
增长率
（％）

产出
（亿元）

１９５３ ０．８４ －１．５５ ０．２７ １２．９８ １１．１１ ０．２６ ０．２２ １３．７８ ７８５．０４
１９５８ ０．８８ ０．９１ ０．２４ １２．７２ １５．７２ １．７３ ０．４１ ２１．６９ １２５６．９４
１９６３ ０．８５ １．６０ ０．２６ －２．４３ ２５．１８ －０．０７ ０．０７ ２５．９０ ７２９．９１
１９６８ ０．６５ ２．１１ ０．４２ １１．９６ －５０．８６ －０．０２ ０．３９ －４４．１３ ６９０．７７
１９７３ ０．２８ １．７５ ０．６９ １１．９１ ６．２０ ０．０４ －０．２０ １４．８１ ２４１８．７１
１９７７ ０．２９ ０．７８ ０．６２ ３．６０ １０．６５ ０．４０ －０．２５ １３．２５ １６９０．６６
１９７８ ０．２９ ０．９１ ０．６０ ０．８８ ２５．７１ ０．３７ －０．０９ ２６．７７ ２１４３．３１
１９８３ ０．４１ ０．９５ ０．４３ ３．６２ ９．５２ ０．３２ －０．３６ １１．４３ ３２７４．３４
１９９０ ０．３７ ０．７５ ０．４９ ７．４８ －０．９８ ０．２７ －０．６６ ２．５７ ５５６８．８９
１９９５ ０．３１ ０．７６ ０．５７ ９．０９ ２．５８ ０．４０ －０．７８ ７．６０ ８３８３．３２
２０００ ０．２９ ０．１６ ０．５８ ５．６７ １．４６ ０．４１ －０．４９ ４．７２ １１０６７．０９
２００５ ０．２８ ０．０２ ０．６６ ６．８４ １．２２ ０．３７ －０．３４ ５．７３ １４２１５．１１
２０１０ ０．３８ －０．３４ ０．７１ ６．８４ －０．３１ ０．４６ ０．４０ ５．２６ １８５３１．２８
２０１４ ０．４０ －０．８５ ０．７０ ６．３１ －０．４４ ０．４２ ０．３７ ４．４２ ２２３２０．８６

　 　 资料来源：历年劳动增长率、资本增长率以及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中的 ３ 个部分均需结合人口转

变路径与资本路径模拟估算得到，故所依据的原始数据同表 １ 和表 ２，在此基础上，借助公式（１８）可

进一步推算出历年产出增长率；历年产出在给定 １９５２ 年基期产出后结合历年产出增长率测算得到，
其中，１９５２ 年基期产出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官网“年度数据”中 １９５２ 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历年劳动产

出弹性和资本产出弹性通过将历年劳动人口数、资本总额以及产出代入公式（１１）后由时变要素产出

弹性估计得到。
注：①增长率＝当年值 ／ 上年值－１。 ②因年份跨度较大，只展示部分关键年份的数据。

① 技术进步 ＴＣ 与人口抚养比下降有关，配置效率提升 ＡＣ 与城乡劳动力转移有关，规模效应发挥 ＳＣ
与扩大劳动和资本投入规模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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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模拟 １ 情境下的经济增长核算与分解结果，可进一步计算不同时期各因素对经济增

长的年均贡献率，并将其与现实情境作对比。
如表 ４ 所示，模拟 １ 将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提前到 １９５３ 年，导致前期、后期以及全时期

（１９５３～２０１４ 年）的产出年均增速都低于现实情境。 可见，人口规模缩减显著缩小了经济体

量。 但是，前后两期产出年均增速的差异由现实情境下的 ３．９２ 个百分点缩小至模拟 １ 情境

下的 ２．６３ 个百分点。 究其原因，主要是模拟 １ 将人口红利的获利期显著提前，使得前期的经

济增长就已经在资本形成、技术进步等方面得益于人口红利。 在模拟 １ 情境下，虽然人口规

模缩减导致了经济体量下降，但人口抚养比下降促使创新活跃度提高和技术进步加速，提升

了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使经济增长转向集约型模式。

表 ４　 模拟 １ 情境与现实情境下各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Ｔａｂｌｅ ４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ｔｏ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１ ａｎｄ Ｒｅａｌｉｓｔｉｃ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

时期 情境
劳动年均

贡献率（％）
资本年均

贡献率（％）

全要素生产率年均贡献率（％）
技术
进步

配置
效率

规模
效应

总计

产出年均
增速（％）

１９５３～１９７８ 年 模拟 １ ３．７１ １５．９９ ７７．３９ １．２４ １．６７ ８０．３０ ４．１０
现实 ７．９７ ３７．８８ ５０．６２ ３．３７ ０．１６ ５４．１５ ５．８１

１９７８～２０１４ 年 模拟 １ １．５５ ６１．８７ ３５．３７ ６．２４ －５．０２ ３６．５９ ６．７３
现实 ６．７６ ６５．２３ ３０．３７ ３．５３ －５．８８ ２８．０２ ９．７３

１９５３～２０１４ 年 模拟 １ ２．４３ ４４．５２ ５１．１６ ４．３２ －２．４３ ５３．０５ ５．６４
现实 ６．４７ ４８．４３ ４５．０１ ３．０１ －２．９３ ４５．０９ ８．１１

　 　 资料来源：模拟 １ 情境下的各指标均根据表 ３ 数据计算得到。 现实情境下的产出年均增速根据

国家统计局官网“年度数据”中 １９５３～２０１４ 年的国内生产总值计算得到；其他指标测算所依据的原始

数据同表 １ 和表 ２，其中，估算配置效率的贡献率时还需依据国家统计局官网“年度数据”中“按城乡

分就业人员数”部分 １９５３～２０１４ 年的城镇就业人员数与乡村就业人员数。 表 ８ 同。

注：年均贡献率为历年贡献率的算术平均；产出年均增速 ＝
ｔ
期末产出 ／ 期初产出

　 －１， ｔ 为时间

跨度。

４．１．４　 人口红利的经济增长效应

人口红利通过扩大劳动供给、加速资本形成、推动技术进步、提升配置效率、发挥规模效

应 ５ 条路径发挥经济增长效应。 其中，扩大劳动供给体现为直接影响并可用指标量化为 ｇＬ ｔ
，

当规模报酬递增时，又可进一步带来规模效应发挥 ＳＣｔ′；技术进步 ＴＣｔ′和配置效率提升 ＡＣｔ′
体现为间接影响，前者以创新活跃度为中介乘子，后者则以城乡劳动力转移为中间路径，它
们都与人口抚养比 ｄ 下降有关。 此外，人口红利还加速了资本形成，为社会带来超额储蓄，
进而形成超额资本增长，量化分离人口红利在资本形成路径上的经济增长效应，首先就要

量化这部分超额资本增长率。 借鉴陈友华（２００５）的思路，本文假设第 ｔ 期人口抚养比为

５０ 时应有的储蓄率为标准储蓄率 ｓ ｔ ５０，则超额储蓄率 Δｓ ｔ ＝ ｓ ｔ－ｓ ｔ ５０，对应的超额投资为 ΔＩ ｔ，最
终，求得超额资本增长率为：



　 ４ 期 李　 钢　 　 熊　 昭　 　 展　 望　 　 人口政策、人口红利与长期经济增长 ９５　　　

Δ
�Ｋｔ

Ｋｔ

＝
ΔＩｔ
Ｋｔ

＝
Δｓｔ －１Yｔ －１

Ｋｔ
（１９）

它所引致的超额经济增长率为 αｔΔ
�Ｋｔ

Ｋｔ
，这便是人口红利通过资本路径发挥的经济增长效

应。 最后，人口红利通过扩大劳动供给、加速资本形成、推动技术进步、提升配置效率、发挥规

模效应 ５ 条路径所发挥的总效应 ＤＥｔ 可表示为：

ＤＥｔ ＝ βｔ

�Ｌｔ

Ｌｔ

＋ αｔΔ
�Ｋｔ

Ｋｔ

＋ ＴＣｔ′ ＋ ＡＣｔ′ ＋ ＳＣｔ′ （２０）

如表 ５ 所示，模拟 １ 情境中人口红利在 １９５３～ １９７８ 年就已开始发挥经济增长的正效应，
与之相比，现实情境中其发挥的还是负效应。 １９７８～ ２０１４ 年期间，模拟 １ 情境与现实情境中

人口红利都开始对经济增长发挥正效应，但现实情境中的效应要小于模拟 １ 情境，主要是因

为现实情境中 １９７８～１９９３ 年还属于人口红利投资期。 若仅看人口红利获利期，那么模拟 １ 情

境与现实情境中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均介于 １ ／ ５ ～ １ ／ ４ 之间，与以往研究结论一致

（王金营、杨磊，２０１０）。

表 ５　 模拟 １ 情境与现实情境下人口红利各路径的经济增长效应分解与加总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５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ｆｒｏｍ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Ｄｉｖｉｄｅｎｄ Ｐａｔｈｗａｙｓ ｉｎ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１ ａｎｄ Ｒｅａｌｉｓｔｉｃ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

时期 情境

扩大劳动
供给年均
贡献率
（％）

加速资本
形成年均
贡献率
（％）

推动技术
进步年均
贡献率
（％）

提升配置
效率年均
贡献率
（％）

发挥规模
效应年均
贡献率
（％）

总效应年均
贡献率
（％）

１９５３～１９７８ 年 模拟 １ ３．７１ －６．７６ ７．３８ １．２４ ０．３３ ５．９０
现实 ７．９７ －２１．１８ ０．７４ ３．３７ ０．３５ －８．７５

１９７８～２０１４ 年 模拟 １ １．５５ １０．７０ ５．８３ ６．２４ －０．４７ ２３．８５
现实 ６．７６ １．５７ ２．７４ ３．５３ －０．９４ １３．６６

人口红利获利期 模拟 １ １．５２ ８．８９ ６．８９ ５．２９ －０．３９ ２２．２０
现实 ３．８０ ９．２８ ２．５９ ４．９７ －０．３０ ２０．３４

　 　 资料来源：扩大劳动供给、推动技术进步、提升配置效率、发挥规模效应的年均贡献率均基于表 ４
中对应指标测算得到，其中，在测算推动技术进步年均贡献率时需乘上创新活跃度（与人口抚养比有

关），在测算发挥规模效应年均贡献率时需分离出劳动规模引致的部分；加速资本形成年均贡献率基

于公式（１９）计算得到；总效应年均贡献率为前述所有分项的加总。 表 ９ 同。
注：模拟 １ 情境下的人口红利获利期为 １９７０ ～ ２０１４ 年，现实情境下的人口红利获利期为 １９９３ ～

２０１４ 年。

４．２　 反事实模拟 ２
反事实模拟 ２ 将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从人口转变过程中消除。 虽然计划生育政策在

１９８２ 年才被定为基本国策，但早在 １９７３ 年，“晚、稀、少”生育政策就已经开始发挥生育控制

作用。 鉴于此，本文将 １９７３ 年视为人口受到计划生育政策影响的起始年，在模拟 ２ 中假定

１９７３ 年后不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生育水平的变动遵循自然转变规律。 为实现这一模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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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模拟期内从 １９７３ 年开始的每年的总和生育率设定为其前 ５ 年总和生育率的均值①。
这样设定的原因在于：第一，生育水平由于受传统文化、生育观念影响而呈现出一定惯性，故
之前年份的生育水平必然会影响之后年份的生育水平；第二，生育水平会因为受到特殊自然

条件、社会经济形势等外在因素影响而在个别年份发生明显波动（如在“三年困难时期”出现

大幅下滑），故有必要取多个年份的均值以平抑波动。 此外，由于模拟 ２ 情境下的总和生育率

要在 １９７３ 年之后才发生改变，故本文设定模拟期内 １９５３～ １９７２ 年的总和生育率与现实情境

相同。
４．２．１　 人口转变路径模拟

设定模拟 ２ 情境下的历年总和生育率后，本文使用 Ｌｅｓｌｉｅ 矩阵法模拟历年人口转变路

径，并将其与现实情境作对比（见表 ６）。

表 ６　 模拟 ２ 情境与现实情境下的人口转变路径

Ｔａｂｌｅ ６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Ｐａｔｈｗａｙｓ ｉｎ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２ ａｎｄ Ｒｅａｌｉｓｔｉｃ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

时期

模拟 ２ 情境 现实情境

总人口年均
增速（％）

劳动人口年均
增速（％）

年均人口
抚养比

总人口年均
增速（％）

劳动人口年均
增速（％）

年均人口
抚养比

１９５３～１９７８ 年 ２．０８ １．８２ ７７．６６ ２．０１ １．９１ ７７．６９
１９７８～２０１４ 年 １．１２ １．９２ ５１．７５ ０．９９ １．６８ ４８．６１

　 　 虽然模拟 ２ 假定在 １９７３ 年后不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但该情境下的人口转变路径与现实

情境差异较小。 具体来说，模拟 ２ 情境下的总人口增速只是略快于现实情境；模拟 ２ 情境下

的劳动人口增速在 １９７８ 年后有所提升，后期的年均增速（１．９２％）略高于现实情境（１．６８％）；
两种情境下的年均人口抚养比在前期基本持平（７７．６６ 和 ７７．６９），模拟 ２ 情境下的人口抚养比

在后期先升高后降低，但总体上略高于现实情境。 两种情境下人口转变路径间的差异较小，
反映出生育政策调整对人口结构的影响具有滞后性。
４．２．２　 资本形成路径模拟

获得模拟 ２ 情境下的人口转变路径特别是人口抚养比路径后，本文进一步结合模拟储蓄

率路径，借助永续盘存法获得模拟 ２ 情境下的资本路径（见表 ７）。
由于模拟 ２ 情境下的人口转变路径与现实情境差异较小，故两种情境下由人口抚养比决

定的储蓄率路径的差异也不大。 在前期，模拟 ２ 情境下的储蓄率路径与现实情境几乎没有差

别，这使得两种情境下的资本路径也很相似。 到了后期，模拟 ２ 情境下的年均人口抚养比开

始高于现实情境，从而导致模拟 ２ 情境下的年均储蓄率小于现实情境，并进一步导致模拟 ２
情境下的年均资本小于现实情境。 总体来说，在模拟 ２ 情境下，由于未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后
期的人口抚养压力增大，储蓄率下降较快，减慢了资本形成速度，最终导致资本总额要比现实

① 例如，１９７３ 年总和生育率为 １９６８ ～ １９７２ 年间历年总和生育率的均值，１９７４ 年总和生育率则为

１９６９～１９７３ 年间历年总和生育率的均值，并且在测算 １９７４ 年总和生育率时所用到的 １９７３ 年总和

生育率就是前一步测算出的均值。 依次递推，便能逐一测算出模拟 ２ 情境下 １９７３ ～ ２０１４ 年历年

的总和生育率。



　 ４ 期 李　 钢　 　 熊　 昭　 　 展　 望　 　 人口政策、人口红利与长期经济增长 ９７　　　

情境更低。

表 ７　 模拟 ２ 情境与现实情境下的储蓄率路径和资本路径

Ｔａｂｌｅ ７　 Ｓａｖｉｎｇｓ Ｒａｔｅ Ｐａｔｈｓ ａｎｄ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Ｐａｔｈｓ ｉｎ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２ ａｎｄ Ｒｅａｌｉｓｔｉｃ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

时期
模拟 ２ 情境 现实情境

年均储蓄率（％） 年均资本（亿元） 年均储蓄率（％） 年均资本（亿元）
１９５３～１９７８ 年 ２９．５０ ３０２９．９５ ２９．４６ ３１２２．３２
１９７８～２０１４ 年 ３７．７３ ３６２８７．１０ ３８．７２ ５３０９０．２７

４．２．３　 经济增长路径模拟

本文沿用模拟 １ 中提出的有关经济增长路径的模拟思路，开展了模拟 ２ 情境下经济增长

路径的核算与分解，并进一步计算了模拟 ２ 情境下不同时期各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

（见表 ８）。

表 ８　 模拟 ２ 情境与现实情境下各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Ｔａｂｌｅ ８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ｔｏ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２ ａｎｄ Ｒｅａｌｉｓｔｉｃ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

时期 情境
劳动年均

贡献率（％）
资本年均

贡献率（％）

全要素生产率年均贡献率（％）
技术
进步

配置
效率

规模
效应

总计

产出年均
增速（％）

１９５３～１９７８ 年 模拟 ２ ７．９６ ５０．８１ ３７．６０ ３．７５ －０．１２　 ４１．２３ ５．５６
现实 ７．９７ ３７．８８ ５０．６２ ３．３７ ０．１６ ５４．１５ ５．８１

１９７８～２０１４ 年 模拟 ２ ９．２２ ６３．９８ ２９．０７ ３．７７ －６．０４ ２６．８０ ８．６４
现实 ６．７６ ６５．２３ ３０．３７ ３．５３ －５．８８ ２８．０２ ９．７３

１９５３～２０１４ 年 模拟 ２ ８．６８ ５９．０６ ３２．１６ ３．７７ －３．６７ ３２．２６ ７．３７
现实 ６．４７ ４８．４３ ４５．０１ ３．０１ －２．９３ ４５．０９ ８．１１

　 　 模拟 ２ 情境下各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呈现出与现实情境明显不同的特征。 与现实

情境相比，模拟 ２ 假定 １９７３ 年后不实行计划生育政策，这导致生育率长期维持高位，从而推

高了人口抚养比，延迟了人口红利获利期的到来并缩短了其有效窗口期。 模拟 ２ 情境下加重

的人口负担不仅抑制了资本积累进程，也削弱了技术创新能力，从而导致全要素生产率贡献

率下降，规模效应更趋负向，最终使得经济增长表现略差于现实情境。 这一结果印证了适度

的生育调控政策在平衡人口与经济关系中的必要性和有效性。 进一步分析发现，虽然模拟 ２
情境下劳动与资本两项要素的贡献率均略高于现实情境，但两种情境下这两项要素贡献率的

差异相对较小，且随着时间推移呈现收敛趋势。 这表明改革开放等制度性变革在后期成为

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而计划生育政策的边际影响则相对有限。 相比之下，模拟 １ 的结果

显示，在前期，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更高，表明改革开放前计划生育政策对经

济增长模式的影响更深而制度因素的影响则较小。 纵向比较模拟 ２ 情境与现实情境可以

看出，持续快速的人口增长虽增加了要素投入，却也加剧了规模不经济，易使经济增长陷入

“粗放型”路径。 这从反面印证了通过控制人口规模和优化人口结构来实现经济可持续增

长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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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４　 人口红利的经济增长效应

本文继续沿用模拟 １ 的思路，展开模拟 ２ 情境下人口红利经济增长效应的分析，并得到

５ 条路径的经济增长效应分解及加总结果。
如表 ９ 所示，在整个 １９５３～２０１４ 年期间，模拟 ２ 情境与现实情境中人口红利的经济增长

效应较为相似，均是前期为负而后期为正，并且在整个人口红利获利期内总的贡献率均约为

２０％。 两种情境下的人口转变和增长模式趋同，导致两种情境下人口红利的经济增长效应也

差别不大。 从纵向对比中能够发现，资本形成是决定人口红利经济增长效应正负的关键，这
与我国固有的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有关。 此外，人口红利经由技术进步和配置效率提升

两条路径而对经济增长产生的贡献呈现增大趋势，表明未来随着数量型人口红利逐渐式微，
可在人力资本投资、研发投入与配置效率提升等方面探索开发质量型人口红利。

表 ９　 模拟 ２ 情境与现实情境下人口红利各路径的经济增长效应分解与加总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９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ｆｒｏｍ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Ｄｉｖｉｄｅｎｄ Ｐａｔｈｗａｙｓ ｉｎ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２ ａｎｄ Ｒｅａｌｉｓｔｉｃ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

时期 情境

扩大劳动
供给年均
贡献率
（％）

加速资本
形成年均
贡献率
（％）

推动技术
进步年均
贡献率
（％）

提升配置
效率年均
贡献率
（％）

发挥规模
效应年均
贡献率
（％）

总效应年均
贡献率
（％）

１９５３～１９７８ 年 模拟 ２ ７．９６ －１８．５８　 ０．５２ ３．７５ ０．１６ －６．１９
现实 ７．９７ －２１．１８ ０．７４ ３．３７ ０．３５ －８．７５

１９７８～２０１４ 年 模拟 ２ ９．２２ －３．３９ ２．３５ ３．７７ －１．３３ １０．６２
现实 ６．７６ １．５７ ２．７４ ３．５３ －０．９４ １３．６６

人口红利获利期 模拟 ２ ４．１３ ９．９０ ２．４５ ５．１１ －０．３０ ２１．２９
现实 ３．８０ ９．２８ ２．５９ ４．９７ －０．３０ ２０．３４

　 　 注：模拟 ２ 情境下的人口红利获利期为 １９９５ ～ ２０１４ 年，现实情境下的人口红利获利期为 １９９３ ～
２０１４ 年。

５　 结论与讨论

回顾中国的发展历程，以改革开放（１９７８ 年）为分界点，前后两期在人口政策选择、人口

红利形成、经济增长表现等方面差异显著，成为研究人口政策经由人口红利影响长期经济增

长的天然素材。 本文采用了一种反事实模拟思路，即回溯到历史时期，改变当时的人口政策，
重塑人口转变与经济增长路径，以此观察不同人口政策如何塑造人口红利并进一步影响长期

经济增长。 将人口红利的投资期、获利期、偿还期看作辩证统一体，有助于探索不同政策情境

下人口红利影响经济增长的前因后果。 本文设定了模拟 １ 和模拟 ２ 两种政策模拟情境，在两

种模拟情境下开展了全要素生产率分解、人口红利效应分解等层面的经济增长核算，并与现

实情境进行对比分析，得到 ３ 个方面的主要结论。
第一，人口政策显著影响长期经济增长。 在不同的政策情境下，经济系统在体量、增速与

增长模式上存在显著差异。 模拟 １ 情境下的经济体量较小，增长趋势平缓，前后两期产出年

均增速的差异较小，仅为 ２．６３ 个百分点，低于现实情境下的 ３．９２ 个百分点。 此外，模拟 １ 情



　 ４ 期 李　 钢　 　 熊　 昭　 　 展　 望　 　 人口政策、人口红利与长期经济增长 ９９　　　

境下的经济增长模式更集约，要素贡献较小，全要素生产率贡献较大。 与模拟 １ 情境相比，现实

情境和模拟 ２ 情境下的经济体量更大，前后两期产出年均增速的差异也更大，经济增长模式

更偏向粗放的要素投入型，但模拟 ２ 情境下的经济体量依然小于现实情境，且经济增长对要

素的依赖度更高。
第二，人口政策通过调控人口红利窗口期作用于经济增长。 模拟 １ 因将计划生育政策的

影响提前到 １９５３ 年而导致人口红利早在 １９７８ 年便已显现正向效应，且技术进步红利增强，
推动了经济的集约增长，但在模拟 １ 情境下，后期人口红利消退且与改革开放期错位，对长期

经济增长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制约；模拟 ２ 因假定在 １９７３ 年后不实行计划生育政策而导致我

国的人口抚养比长期偏高，１９７８～ ２０１４ 年的人口红利效应弱于现实情境，缩短了人口红利获

利期与改革开放窗口的叠加期，削弱了红利释放效率。 现实情境中，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后产

生的人口红利获利期适逢改革开放而实现双期叠加，国家通过制度优化将有利的人口条件转

化为“低抚养比—高储蓄率—强资本积累—快技术升级”的增长闭环，从而实现了经济高速

增长，这凸显了政策协同的重要性。
第三，人口政策的经济增长效应具有长期性和持续性。 以产出为例，１９７８ 年之前其在模

拟 １、模拟 ２、现实情境下的差异明显小于 １９７８ 年之后其在这 ３ 种情境下的差异。 可见，时间

放大了人口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同人口政策下的经济增长路径即便短期内未展现出显

著差异，长期仍可能分化。 鉴于此，在制定人口政策时一定要“计之深远”，有充足的前瞻性，
全面考虑政策对人口－经济系统的长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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